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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兰芳曾提出“移步不换形“的观点，确实比较适合传统京剧乃至戏曲发展的状况。问题是这种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过程用这句话来概括，

其话语本身既不定量也不定性，前后二者关系的变数也是很难把握的。是否不停的移步始终不必换形？步子移到什么地步才会引起换形？等

等。各个时代以及各人的看法与尺度往往不一，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因此，从现代京剧乃至戏曲发展的角度而言，移到一定的地步必然要换形，

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现代京剧中西混合乐队的产生，可以看作既移步甚至跨步，才产生出形式上的变化（换形）。

庄永平 ( 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 201103 )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中期组建的现代京剧中西混合伴奏乐队，是中国戏曲及其戏曲音乐发展的一个创举，是一次真正中国音乐自身

层面上的革命。它以其严谨的现代乐队组织理念，即西洋乐器要成组、成建制，不能采取零敲碎打方式运用；民族乐器主要突出其民

族化的、独特的音色。因此，在唱腔中“四大件”常浮现于音乐的面上，西洋乐器支撑打底，但也时时有所独特的展现。尤其是在过

门、大过门以及前奏曲等器乐部分，可以充分发挥也应该发挥西洋乐器成组的威力和表现力。这种乐队不仅符合戏曲音乐表现规律，

大大增强了京剧乐队的表现功能，而且，具有现代音乐的意识与精神，成为现代京剧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音乐与乐队发展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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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掀起了京剧现代戏创作的

高潮，后来被称为“样板戏”的剧目成为其中的佼

佼者。这些现代戏的最主要成就，就在于音乐包括

唱腔与配乐创作的成功。所谓戏曲，如果戏和曲各

占一半的话，更主要的是戏是通过曲才体现出来的，

因此，曲的部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外国人把我

国的戏曲归于歌剧（意大利语 opera）一类，也就是

与他们的歌剧一样，“剧”主要是通过“歌”来展现

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西洋歌剧创作者都是作曲家，

如比才、威尔第、普契尼等，至于编剧、导演、编

舞、舞美等创作人员，已很少有人知晓，也不必知晓。

即使我们以前创作的民族歌剧，如《洪湖赤卫队》、

《江姐》等，也只知作曲家的名字，对于编剧、导演

等就记不住了。可见，音乐在歌剧中占有主导地位，

而且由一些伟大的作曲家来担当。可惜的是，我们

的戏曲创作一直没有意识到如何以音乐为主来进行

创作。当然，其间也有很多客观因素。例如，长期

以来传统的“依声填词”创作方式，一直主宰了戏

曲音乐的创作，这是由汉语单音节结构引申出来的

结果，其原因是非常深刻隐蔽而无所不在的。因此，

所谓作曲实际上就是作词，到了京剧的时代虽然情

况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来说，在原有剧种腔调基

础上进行的这种创作，其实质还是传统留下来的“听

唱新翻杨柳枝”（唐刘禹锡诗句）的做法。“翻”者

就是倾倒、变动位置，即使有推翻、改变之意，但

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变动的，因而在京剧创作

上才有“移步不换形”观点的产生。 ①现在看来过

去传统的戏曲音乐创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

展的需要。那么，自“样板戏”产生以来，情况就

有了一定的转机。一方面像于会泳等接受过专业音

乐培养的作曲人才参与创作，于氏还在上海音乐学

院组织过戏曲音乐创作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戏曲音

乐创作人才。由于专业及准音乐创作人员参与创作，

对京剧唱腔的设计与乐队组织及配器等方面，均有

了很大的起色。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像于会泳个

人在京剧音乐方面的创作才能，实在是无人企及的。

这种人才不是说冒出了就能冒出来的，正像历史上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那样，他的才华与影响几百年来

也几乎仅此一人。另一方面，也正是于会泳后来政

治地位的上升，整个戏曲创作无形之中确立了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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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为主的局面，关于这一点看来是极为重要的，是

现代京剧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是值得我们今天深

思的。问题是既要以音乐为主，但也要有真才实学

的人来担当，可以说今天京剧创作在这两方面都极

缺失矣。 

一、从扩充民族管弦乐队起步
于会泳从 1965 年 3 月，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理

论系副主任岗位上，被借调到上海京剧团《海港》

剧组担任音乐组组长。除了担当唱腔设计的重任以

外，他对旧京剧乐队的改革也有了一系列的设想。

开始时是在旧京剧乐队基础上扩充成为中型的民族

管弦乐队。这时，他率先提出了后来广泛流传的伴

奏“四大件”的概念，就是京胡、京二胡、月琴、

小三弦，后又改用琵琶替代小三弦组成的“四大

件”。然后，补充了二胡、高胡、革胡、低革胡、大

阮、排笙、唢呐、中音唢呐等乐器，使乐队人员大

幅增加，表现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配器与使用的

理念上，他认为根据京剧乐队中各乐器高低反差较

大的特点，如京胡与低革胡之间音域音区相差甚大，

要填满中间的部分是较困难的。因此，他提出集中

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也就是在一般的唱段中，就

让四大件来操作，偶尔乐队全奏突出一下就可以了。

在成套的唱段中如【慢板】，也不必分散力量，不要

零碎的搞些什么音型在那里填衬，但是在大过门中，

大伙儿一块儿扑上去，运用全奏的形式造成音量上

的极大对比，使听众感觉到这个乐队是有很大威力

的，实际上也仅是突出重点，不至平均使用力量而

已。他一直强调要“平中出奇”，说是如果都是“奇”

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平淡”局面，也就是都

是高峰也就不成为高峰了。这种辩证的拿捏不是说

说就能取得的，而是要有戏曲音乐乃至整个音乐方

面深厚功力的。正因为他是搞音乐理论的，平时非

常注意一些理论性的概括。除了像上面率先提出“四

大件”概念外，还有像现在广泛使用的“无定次反复”

符号（ ），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由

于一般搞民乐的还不太习惯于这种旋律片段的反复，

但在戏曲音乐中则是常见的。因此，乐队演奏员要

眼睛盯着，耳朵听着，随时注意板鼓发出的转变信号，

所以用了两个圆圈代表眼镜，就像是带了一副眼镜

那样注意力一定要高度集中。我们俗称这种反复叫

“无限反复”，但于氏考虑后认为，“无限反复”的讲

法不够贴切，因为这不是无限反复下去，还是叫“无

定次反复”（亦称“自由反复”）好。因为在板鼓发

出变化的指示前，到底反复几遍是无定次的，或几

次或十几次不等，故谓“无定次反复”，现在这个符

号已成为中国音乐中富于特色的符号了。那时，观

众们对《海港》乐队的评价颇高，认为这是一流的

戏曲伴奏乐队。实际上这不仅与演奏员水平高低有

关，更与如何来使用和调配乐队有关。后来在中西

混合乐队中，这种使用与调配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二、中西混合乐队的组建
民族管弦乐队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1967 年

6 月 22 日，毛主席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海

港》时，用的还是民族管弦乐队。但是，从发展的

眼光来看，毕竟民族管弦乐队的局限性还是较大的。

虽然于氏是搞民族音乐理论的，但他并未被民族音

乐的框框所困住，而是有着更大的音乐抱负。当然，

对于组建和使用中西混合乐队，是于氏本人的意愿

还是江青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只知江青一直是

偏爱西洋音乐的，在 1963 年前后，那时中央首长来

沪视察经常组织有晚会招待他们，笔者在上海民族

乐团时也经常参加这种宴会伴奏的。首长的喜好经

常也表现在晚会的内容方面，例如，陈云喜爱评弹，

晚会就以评弹为主 ；叶帅喜爱昆曲，任务主要就交

给上海昆剧团。像周总理来大都是上海民族乐团的

任务 ；朱老总来也是喜爱民乐的，经常还要增加一

个他最喜爱的《打黄羊》的曲子，因为这大概是他

在陕北听惯了的，而江青或陈（毅）老总来通常是

上海交响乐团的任务。因此，笔者估计，江青可能

会谈起西洋音乐及乐器等，但绝不可能具体到提出

和如何组建中西混合伴奏乐队，这应该说是于会泳

心中所向往的，是他对旧剧（旧京剧）改革早有的

设想。当然，中西乐器混合于一个乐队之中，在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已有之，最为突出的就是广东

音乐乐队，用了一些梵奥铃（小提琴）、班卓琴、吉他，

甚至小号等外国乐器。1940 年代越剧改革时，也曾

使用过一些西洋乐器进乐队等。但是，那时的这些

做法大都是一些下意识的、即兴式的使用，并没有

具有组建一种中西混合乐队的整体构想。甚至像在

陕北根据地排练《黄河大合唱》，是有什么乐器就用

什么乐器，不管是中还是西，这些都称不上真正的

准概念的中西混合乐队。真正的中西混合乐队，是

于会泳组建的这种乐队。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一

是戏曲中的乐队规模不可能很大，因为放在舞台的

下场门，不可能安置过大的乐队。当时曾经也设想

过像西洋歌剧乐队那样，放在台下的乐池中。但江

青竭力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一面音墙，

隔绝了演员与观众间的情感交流，而且也不符合中

国人看戏听戏的习惯。二是虽然规模不可能很大，

但既然要使用西洋乐器，它和民族乐器的不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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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成组成建制地加以运用，如果分散运用就不

成气候。以前广东音乐乐队的做法都是零敲碎打式

的运用，故而效果并不好。经过再三权衡，于氏提

出了“4、3、2、1、1”乐队的构想。所谓“4、3、2、1、

1”指的是提琴使用的数量，因为提琴群是整个西洋

管弦乐队的基础。这样，第一小提琴 4、第二小提琴 3、

中提琴 2、大提琴 1、低音大提琴 1。木管是长笛 2、

双簧管 1、单簧管 1、大管 1；铜管是小号 2、圆号 2、

长号 1、竖琴 1、定音鼓 1。再加上京胡 1、京二胡 1、

月琴 1、琵琶 1、36 音键盘排笙 1 以及板鼓 1、大锣 1、

铙钹 1、小锣 1，设指挥 1，共 33 人。①这种中西混

合乐队后来就被称为“43211”乐队，这样的中西混

合乐队编制，后来在其他的京剧乐队中被普遍推广。

当然，根据具体的剧情可以有所变化，例如，《智取

威虎山》乐队中就用了钢片琴而不用竖琴，然而乐

队成组成建制的概念是不变的。为了达到管弦乐队

双管制目的，其中主要是用 36 音键盘排笙的中低音

部分充抵大管Ⅱ、长号Ⅱ ；中高音部分充抵双簧管

Ⅱ、单簧管Ⅱ。在具体的使用上，民族乐器基本上

是浮在面上的，以其独特的音色取胜。而西洋乐器

通常是作打底的，但是在过门尤其是大过门，以及

前奏曲等中，可以有极大发挥的余地，这是这种乐

队的优势所在。这种乐队的构想当初遇到的第一个

难题就是对排笙的改革，那时的排笙还比较小，没

有这么多音，因此，就提出首先必须改革排笙。这

样，就把任务交给了笔者，于是与当时排笙生产的

厂家——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合作试制。而且，于氏

特别提出为了使弹钢琴的能演奏，必须把原来中国

律吕式排列的键盘改为钢琴式键盘，后来又因弹钢

琴的人吹奏不便，又改成既可吹奏又可脚踏的。当

然，正像风琴脚踏不易控制音量力度变化那样，排

笙演奏时还是要以吹奏为主，这样便于控制音量，

增强演奏的表现力。经过多次的改进终于试制成功，

当时报上也刊发了试制成功的消息。但是，排笙改

革的成功虽然基本解决了铜木管的双管制问题，然

而铜木管与弦乐的平衡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如

果将话筒放在乐队前面以加强弦乐的音量，铜木管

的声音仍然要窜进话筒之中。更麻烦的是，打击乐

的声音也被放大了，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可行的。当

时，笔者就想起在上海民族乐团演出时，张子谦的

古琴独奏及琴箫合奏时，把一个拾音器放在右边的

琴面上，声音被放大效果很好，旁边其他的声音也

进不来。于是，以这种方法来放大提琴音量的建议

被采纳。这样，笔者又与当时的上海无线电十一厂，

他们是专门生产扬声器（俗称喇叭）的工厂，与技

术人员共同把小喇叭的纸盆拿下来，另做一个反向

的小纸盆粘在音圈上，顶端再粘合一个有机玻璃小

圆棒，这样就可以粘在琴板上放大音量了。做好了

以后就把它黏合在琴面上，经过试验发现黏合在琴

面上声音效果并不好，因为它没有经过琴体的共鸣，

声音发干，缺少谐波。后来发现黏合在琴的背面上

效果较好，因为它是经过共鸣箱振动后被收入放大

的。这样，谐波越多，声音也就越好听了。而且，

可以利用原来提琴的腮托固定与调节拾音头子。不

过，大提琴的音色有些特殊，就是在示波器中看似

很好的圆波形，听起来声音却过于圆润像大管。实

际上大提琴的音色是有些扁的（俗称指板声），你把

它搞得过于圆润就像大管了。因此，就有意把它搞

得失真一些，看上去是一种不太好的方波形声音反

而更真实，这也使我们长了知识。解决了拾音头子

后，就到当时的上海无线电十八厂搞扩音机，他们

的厂当时是非常简陋的，但对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

视的。这样，每一个琴根据不同的使用频率，配置

一个小扩音机，基本上也就把这套装置搞好了。到

了剧场中经过调试后又发现，在一半是真声，一半

是电声的情况下，声音的效果最佳。而且，观众也

分不出是原来乐器的声音还是扩音放大了的声音，

这样真真假假也就达到了预定的目标。但比较麻烦

的是，每次根据不同剧场的具体音响效果，都要对

每一个乐器进行调试，综合起来听整个弦乐的音量

平衡，再与铜木管及其他乐器达到音量平衡，这样，

才基本上达到双管制管弦乐队的音响效果。

另一个问题是打击乐器的音量问题。京剧乐队

中原来文武场的音量就是不平衡的，武场打击乐器

的音量太大。因此，于氏就提出改革打击乐器音量

的要求。当时，由《智取威虎山》乐队的铙钹演奏

员刘奎元负责，与苏州民族乐器三厂合作试制。实

际上打击乐器的改革看着很简单，其实也是非常不

①乐队人员：第一小提琴郑石生、俞丽拿、沈榕（以上为原上海音乐学院）、莫天平（原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第二小提琴蒋建昌（原上海电影乐团）、

熊融礼（原上海电影乐团）、王小春（原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中提琴沈西蒂（原上海音乐学院）、余人凤（原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大提琴秦庆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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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就拿铙钹来说，改小了音就高了，边大了声音

过于发脆，中心的钹大了声音又过于低沉。几经试

验总算改好了，但到现场一试声音倒还可以，但是

演员习惯了原来洪大的声响，现在改小了感到使不

上劲。这个矛盾一时无法解决，考虑再三只能放弃

原来改革的初衷。但是，乐队音量不平衡的矛盾还

是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根据下场门的地方要安置

33 人的乐队也是勉为其难的。于是，又想到是否可

以把乐队分成上下两层，上层为武场打击乐器，下

层为文场乐队。而且，上层用有机玻璃围起了，把

打击乐器关在里面减轻它们的音量。这样一来，在

没有办法的办法情况下，总算基本上解决了打击乐

器与其他乐器音量平衡的问题。这样就去联系工厂

把造房子的钢管与接头都买来，每次演出前又多了

一个任务，就是搭手脚架子铺上木板，再加上电声

扩音装置要布线等，可谓忙得不亦乐乎。架子还要

搭得非常结实牢靠，像打鼓佬的“崩登仓”一使劲，

整个架子都在晃动，真怕它塌下来。经过这些努力，

才基本解决了中西混合乐队使用的种种问题。

三、中西混合乐队的巨大能量
于氏对中西乐队的使用有着一整套的想法，但

也是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时有所变化。例如，除了改

革排笙和将提琴声音作电声扩大较成功以外，改革

打击乐器的想法经过实践也就放弃了。但是，他采

用了折中的办法，把打击乐器挡在有机玻璃板的后

面，不仅减轻了音量，而且保持了敲击的劲头。又

如，开始的时候他也曾提出能否将 bE 调小号改成 E

调，因为京剧的【西皮】唱腔大都使用的是 E 调，

然而西洋乐器的改革谈何容易？一方面询问有关厂

家，被告知这种改革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发现演

员的嗓音普遍已不太适应以前的高调门。因此，演

唱时就把调门降低了小二度，由 E 调改成 bE 调演

唱，小号的调门也就不必去改动了。但是这样一来，

对我们乐队却造成了音准上的一定难度。因为我们

知道，民族乐器是比较适合运用升调的，相反，西

洋乐器尤其是铜管乐器是比较适合运用降调的。拿

二胡和小提琴相比，二胡由于音域较窄因而很看重

对空弦的利用率，由于定弦的关系升调对乐器空弦

利用率就较高。小提琴的定弦虽然也可利用空弦音，

但它们却常常有意避用之。这是因为用空弦音不能

运用揉弦美化音色，在音高上又不能作微调的，这

对保持和弦的协和性也是不利的。就拿《海港》来说，

上半场主要用【西皮】bE 调，下半场主要用【二黄】

D 调。上下半场相差小二度，在乐队音准上就很麻烦。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琵琶和竖琴在上下半场休息时，

由于使用律制不同的关系都要作定弦上的微调，稍

有不慎整个乐队的音准就出问题了。除此之外，于

氏在配器上非常欣赏（俄）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的

配器法。一方面认为乐队的声部只能是四个，不能

多于四个。所以他是先写钢琴谱式的缩谱，声部只

有四个，但注明哪些乐器用哪一个声部，标记得非

常的详细，然后由助手把钢琴缩谱放大成乐队的总

谱。因此，看来他没有直接写乐队总谱，实际上他

的钢琴缩谱已经是乐队的总谱了，这种作曲配器的

顺序一直坚持多部现代京剧音乐的创作。还有，开

始时他主张管乐必须用夹置配器法，也就是如铜管

组吹奏一个和弦，由高至低是第一小号、第一圆号、

第二小号、第二圆号，然后底下是长号或排笙的低音。

虽然，这种夹置法的效果比较好，使各乐器能尽可

能地融合在一起，问题是在京剧音乐中似乎有点水

土不服。因为京剧常用的是 E 调或 bE 调，主要问题

是第一圆号显得音区太高了。当时，《海港》剧组乐

队的第一圆号手，是全国唯一在国际圆号比赛中的

铜奖获得者。这样的高手在吹奏第一圆号声部时，

也常感到有些吃力，音色也不够松弛。因此，后来

于氏也就放弃了在任何情况下运用管乐夹置法的要

求。

至于中西混合乐队的音响威力与效果，莫过于

在纯音乐的部分，尤其在幕间曲中得到了极大的发

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于氏创作的《智取威虎山》

第五场和《海港》第四场的前奏曲连唱腔中。可以

说这两首前奏曲毫不逊色于西洋歌剧中那些著名的

前奏曲，不仅具有极大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更主

要是极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智取威虎山》

第五场“打虎上山”前奏曲中，一开始就用多变的

打击乐节奏，引出铿锵有力的旋律，这种打击乐与

乐队的合奏，是于氏之师沈知白所提倡的。早在上

世纪 40 年代，沈氏就提到 ：“旧戏中有个最大的缺

点，就是用大锣大鼓时，丝竹就停奏，而用丝竹时，

锣鼓也停奏。我以为锣鼓、丝竹同时并用是值得提

倡的。”[1]48 于氏正是将锣鼓与乐队交相合奏，一时

金鼓齐鸣、乐声大作，气势恢宏、一泻千里。接着，

又以圆号吹奏由京剧【西皮导板】发展而来的悠长

旋律，圆号朦胧的音色就像是茫茫深山雪飘中空旷

的壮丽景色，四度翻奏的旋律表现了杨子荣独自骑

马深入虎穴，英雄虎胆式的精神面貌。其间乐队穿

插的旋律又如朔风漫卷着的雪花，其音乐形象之鲜

明与生动，为古今京剧音乐中所未见。观众在听到

这种音乐时，似乎身不由己的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精神为之一振，能达到如此引人入胜又催人奋进的

音乐，非大手笔不可为矣。看来很普通的一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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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唱腔，经过中西混合乐队的演绎，竟然产生出

如此巨大的伟力，有点不可思议。然而，音乐就是

这样，好的音乐、成功的音乐，产生的感染力就是

这样令人振奋。而《海港》第四场的前奏曲及唱腔，

是以绚丽的音乐色彩著称。我们都知道，雨后彩虹

是十分迷人的，具有七彩缤纷的画面效果，但如何

用音乐来描写却有着多种的方法。于氏采用的是他

最擅长的，笔者称之为“四度架构”的调性、调式

变化手段。首先，这种“四度架构”的旋律调式变化，

非常适合京剧的音乐。因为北方语言是以普通话为

标准，普通话本身就是建立在阴阳声相差四度调值

之上的。因此，于氏把“四度架构”方式用于京剧

唱腔与伴奏上，就显得特别的合适。最为突出的就

是引进北方大鼓的四度音调，糅合在京剧唱腔中，

使其既突破了原有的唱腔程式，突出了他个性化的

旋律特征，又不至于步子跨得太大，完全脱离京剧

原有腔调而变得面目皆非。而在前奏曲等纯器乐的

部分，更是结合借鉴西洋模进等手法的运用。如四、

五度调式的对比，更发展到大二度调式的对比运用

等，多重调式的对比就显示出音乐的绚丽色彩来。

尤其是那句用圆号吹奏的高耸入云的旋律短句，具

有气贯长虹之势，一般作曲家是很少写到这么高的

音区。当时，圆号手对如此高音区的旋律，颇有畏

难的情绪，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吹好它，但其音

乐效果之好却是无与伦比的，是令人信服的。

结  语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组建的中西混合乐队，确实

是我国戏曲音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被实践证明了的

是有巨大正能量的伴奏乐队。及时总结这种乐队的功

能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戏曲音乐及其乐队，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的

政治、历史、社会的原因，像以往取得成功经验的中

西混合乐队，这几十年来基本被放弃了。纵观现在的

京剧与乐队，仍然是“四大件”在撑场面，这种局面

能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长时间接受吗？京剧的乐队

如今已远远不及沪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乐队的表现力，

就这种得而复失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在现在的京

剧音乐创作中，往往无全盘的设想和开拓性的手段，

还是走着老底子的路子。虽说人才的缺乏是其主要的

原因，但是体制上的束缚，观念上的复旧，因袭旧制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沈知白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

写有《怎样改革旧戏的音乐》[1]45-54 一文，前瞻性地

提出了很多实质性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看法 ：“改革

旧戏的目标不是迁就它的一切程式，延长它的寿命，

而是要使它迅速蜕化成新的形式。我希望伶界有识

之士都肯受一切足以缩短这过渡时期而目前又不难

付诸实施的改革办法。”今天可以断言，戏曲创作的

成功，首要的是音乐创作的成功，没有音乐创作的

成功，是谈不上什么成功的。我们不能沉浸在豪华

的布景之中，导演的特殊调度之中，所谓大牌演员

的阵容之中。没有动人的、脍炙人口的、能流传不

息的唱腔，没有丰满的、充满变化与能量的乐队音响，

就不能说创作取得了成功。因为这是戏曲艺术本身

所决定了的，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

们更不能忽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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